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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对外战争观念
＊

孙 思 萌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在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的定性问题上存在争议，主要

分歧在于对拜占庭是否存在神圣战争观念的看法不同。与中古阿拉伯帝国扩张和十字军

东征时期宣传话语中的神圣战争观念相比，拜占庭历史文献中所体现的战争观念的核心主

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的世俗性和政治性，包括认为防卫和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土是对

外战争唯一正义的出发点，有权实施对外战争的是罗马皇帝而非教会领袖，军人与教士之

间存在严格的分野，对外敌的描述主要呈现其族群特征而非宗教差异等方面。基于此，拜

占庭中后期官方的史学和神学作品对阿拉伯帝国扩张和十字军东征背后的宗教宣传及其

教士参战的行为有所记述，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拜占庭时期教、俗高层的文本书

写和皇帝的军事实践中，基督教的影响表现为相信信仰在对外战争中发挥着规训武力与有

限庇护的双重作用，认为拜占庭军队能否获得超自然力量的“援助”既取决于战争的正义出

发点，又有赖于虔诚宗教仪式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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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时期，宗教信仰与对外战争之间关系密切。在一些情况下，对外战争的发动和推进借以

宗教信仰的名义，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 7—8 世纪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以及 11—13 世纪的西欧十字

军运动。鉴于这两大系列战争背后蕴含的深刻宗教思想，现当代学界从 20 世纪初开始便习惯将它

们称为“神圣战争”( Holy War) 。① 与之相比，千年帝国拜占庭虽然被称为普世基督教帝国，但拜占

庭官方文献中关于宗教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认识却相对模糊。拜占庭帝国发动的对外战争是否属于

神圣战争的范畴? 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对于对外战争中宗教作用的理解，又是否与阿拉伯帝国扩

张、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的宗教宣传话语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围绕上述问题，国际学术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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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希腊雅典大学教授高莉娅( Athena Kolia-Dermitzaki) 将其博士学位论文《拜占庭的“神圣战

争”: 宗教战争的理念与宣扬》付梓出版，提出拜占庭式“神圣战争”( ，bellum sacrum) 的

概念。她在这部书中将拜占庭的战争理念与阿拉伯的“吉哈德( jihād) ”和西方的十字军东征作比

较，指出拜占庭帝国内也存在着一种“神圣战争”的理念，为了打击不同信仰的敌人，有时会强调与敌

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可以称为拜占庭式的“神圣战争”。①

高莉娅以“神圣战争”来概括拜占庭对外战争性质的提法，在国际拜占庭学界掀起激烈讨论。她

的观点得到一部分学者的支持，例如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马格达林诺( P. Magdalino) 将 12 世纪拜占

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对塞尔柱突厥人发动的远征视为拜占庭“神圣战争的开始”，称之为

“拜占庭人的十字军东征”; ②科尔巴巴( T． Kolbaba) 、瑞根( G． Ｒegan) 等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看

法。③ 拜占庭军事史专家哈尔登( J． Haldon) 则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是基督教，拜占庭人自视为

天选之民，因此拜占庭帝国发动和参与的一切对外战争都是神圣战争。④

但是，更多的学者否认拜占庭帝国存在所谓的神圣战争观念。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凯基( W．
E． Kaegi) 在为高莉娅的专著所撰写的书评中，提出质疑其“神圣战争”用法的两点理由: 第一，拜占

庭国家发动和组织战争的主体是帝国政府而非教会; 第二，拜占庭教会不会向提供军事服务、在战争

中牺牲的将士许诺宗教报偿。⑤ P. 亚诺普鲁斯( P. Yannopoulos) 评论道:“拜占庭人从未开展过扩张

基督教的军事行动，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的对外征战被( 高莉娅) 认为

具有 神 圣 战 争 属 性，然 而 它 们 均 不 具 备 西 方 十 字 军 运 动 的 要 素。”⑥ 以 伊 柯 诺 米 底 斯 ( N．
Oikonomides) 、拉伊乌( A． Laiou) 和斯图莱提斯( I． Stouraitis) 为代表的一类反对意见则认为，在拜占

庭帝国内盛行的战争伦理是正义战争( ，bellum justum) 理念，这是由拜占庭的政治思

想以及皇帝在帝国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在正义战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神圣战争的理

念未能在拜占庭帝国中发展起来。⑦ 还有一类反对意见从教会文本出发，指出拜占庭教会文献宣扬

和平、反对战争，认为和平的思绪和心态是连接人与上帝的纽带，因此拜占庭教会不具备将宗教教义

作为战争宣传的基础。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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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西方学者之所以在“神圣战争”是否适用于拜占庭历史语境这一问题上产生争议，最主要的

原因在于双方无法就“神圣战争”的界定标准达成共识。例如拉伊乌强调在神圣战争的语境中，战争

的发动必须由宗教权威来宣告，也只有宗教权威才有权赦免参战将士的罪恶或是给予其“殉道者”的

称号。① 斯图莱提斯明确指出，神圣战争应具备两大核心要素，一是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来源是神的意

愿( deus vult) ，二是战争被宣传为使异教或异端信仰者皈依或毁灭的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参战的

信徒将涤除罪恶、得以赎罪( remissio peccatorum) 。② 他认为如果以上述标准来判断，拜占庭的对外

战争并不具备神圣战争的特质。而在著述出版 21 年后回应反对意见的文章中，高莉娅本人强调，当

她将“神圣战争”这一词汇运用到拜占庭帝国的语境中时，刻意为之加上了引号，意在说明拜占庭的

战争理念还是有别于阿拉伯人和西欧十字军的，只是许多学者忽视了这一引号的内涵。③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来使用的“神圣战争”。它是诞生于现代的学术概念，首

先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德语学界。1901 年至 1916 年间，德国的闪米特语言专家施瓦利( Friedrich
Schwally) 使用德语的“神圣战争”( der heiliger Krieg) 一词来描述圣经旧约中的战争和“吉哈德”，④这

一提法后来逐渐被研究中古阿拉伯帝国扩张史和西欧十字军运动史的学者广泛接纳、使用。⑤

但“神圣战争”作为一种由后世学者构建的概念，它能否用来阐释拜占庭帝国的战争观? 一方

面，回归拜占庭时期的历史文献进行考察，会发现其中的确存在着“神圣战争”( ) 的表

述。但这些中古文本中的“神圣战争”或指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对抗，或言教会内部的斗争，再或是精

神领域的克制和禁欲，其中没有一种是与现当代学界所讨论的、对外战争中所涉及的神圣战争理念

相关。⑥ 另一方面，在近 30 年的学术讨论中，“高莉娅命题”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在阐释能否用“神圣

战争”描述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战争时，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由此给出了不同的评

定标准，进而导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出发，将“神圣战争”

视作一个特定的术语，以 7—8 世纪阿拉伯帝国扩张和 11—13 世纪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战争动员和

作战实践为典型，其特点是赋予暴力、血腥的战争以圣洁的属性，将战争的缘起解释为上帝对抗异教

徒的意愿，并将战争理解为能够为参战者提供精神奖励的宗教实践。但也有少数学者仍然坚持对

“神圣战争”的语义进行拓展，给予这一早先约定俗成的学术概念以更广泛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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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学术研究中惯用于概括阿拉伯扩张和十字军东征之战争性质的“神圣战争”概念本身，似乎并不存在于

中古阿拉伯和西欧的历史文献中。阿拉伯文献中“吉哈德”的字面义是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努力、奋斗”，十字军时期的布道

词或叙事 记 载 中 常 使 用“远 征 耶 路 撒 冷”( expeditio Hierosolymitana) 、“朝 圣 之 行”( peregrinatio) 、“侍 奉 上 帝”( Dei
servitium) 、“通往上帝之路”( via Dei) 等说法，以指代前往地中海东部打击异教徒的军事行动。参见 W． M． Watt，“Islamic
Conceptions of the Holy War”，in T． P. Murphy，ed. ，The Holy War，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pp. 145 － 156; H． E． J．
Cowdrey，“The Genesis of the Crusades: The Springs of Western Ideas of Holy War”，in T． P． Murphy，ed． ，The Holy War，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pp. 9 － 32．
拜占庭历史文献中出现的“神圣战争”一词与现当代使用的学术概念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用法: 一是指基督教东部教会内

部有关神学问题的论战，或是拜占庭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对立情况，这种用法最为常见，在拜占庭的早、中、晚期文献中均有

出现; 二是指个人在精神领域克制感情的自我约束行为; 三是指皇帝打击国内犯罪、惩治恶行的举措; 四是指人们武装保护

圣器、圣髑免受皇帝征收的行为。参见 A． Kolia-Dermitzaki，“‘Holy War’in Byzantium Twenty Years Later: A Question of
Term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pp. 125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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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宗教战争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①

除了“神圣战争”概念使用的分歧以及对定性讨论的执念，两派之间的矛盾似乎并非不可调和。
“高莉娅命题”的拥护者看到了拜占庭对外战争观念中的基督教元素，而其反对者则强调了拜占庭战

争观念中的世俗性和政治性。两派学者的探讨均为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的理

念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我们认为，政治内核与世俗基础，以及宗教信仰的元素，同时构成了拜占庭帝

国对外战争理念的一般特征。

对拜占庭历史文献中政治、战争和宗教关系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有助于

我们理解中古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分裂、明确基督教东西部教会在中古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从现实的层面而言，或可为我们理解宗教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分析当今世界宗教冲突是否具有必然

性提供一份历史的参鉴。②

一、拜占庭对外战争观的政治内核和世俗基础

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观念的首要特征，在于强调帝国启动对外战争的合法基础须是“正义”，这

一表达本身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一方面，在古希腊罗马哲学③和古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影响下，捍

卫和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土是拜占庭时期军事手册、官方史书中衡量发动对外战争是否具有正当理

由，即是否为“正义之战”( ) 的根本标准。与之相对，敌人侵犯罗马帝国原有疆土的

军事行为被拜占庭人视为“不义”( ) 之举。④

马其顿王朝皇帝利奥六世( Leo Ⅵ the Wise，886—912 年在位) 所撰写的军事手册《战术》是具体阐

释何种战争具有正义属性的拜占庭官方文献。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部作品的形成参考了“古时的作

品、近世的策略与战术”，其中不乏对古典时期军事典籍的直接征引。⑤ 这部为军队指挥官撰写的简要

指南，其主体是实战操作层面的内容，涉及战争伦理的篇幅较为有限。但在序言、第二章、第二十章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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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现当代学界将 7—8 世纪阿拉伯帝国扩张与 11—13 世纪西欧十字军东征归类为“神圣战争”的提法是合理的，也

赞同学界对狭义的“神圣战争”特征的归纳和总结，此类战争是中古时期一种特殊的宗教战争，直至今天仍在中东与西欧的

战争思想中有所反复。“神圣战争”这一概念更多地侧重对战争观念的阐释，强调宗教思想与对外军事行动的极端结合，其

外延不应扩展到泛化的、战争中的宗教原因。
除了概念界定的问题，对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理念问题的更细致讨论还应考虑时代性和地域性。就时代而言，拜占庭帝国

在时间跨度上延续千余年，从公元 4 世纪至公元 15 世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具体内部局势和外部威胁的影响，对战争

与宗教关系的认识会发生或多或少的调整，脱离具体时代语境、静态地考察拜占庭的宗教与战争观，或有以偏概全的缺憾。
从地域性来看，拜占庭帝国在 1204 年以前一直是幅员辽阔的帝国，帝国内存在着族群、语言、信仰的多样性，尤其是以君士

坦丁堡为首都的中心区域与边疆地区之间也会存在认识的差异，因此限定具体区域范围的考察也有待推进。本文囿于篇

幅的限制，仅就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理念在官方文献中呈现出的一般特征进行考察，对其在特殊时期和具体地域的个性化

体现，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做出进一步分析。
尤其是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作品的影响。
根据西方世界逐步发展完善的正义战争理论，战争中的正义属性又具体细分为: 参战的正义性( jus ad bellum) 、战争过程中

的正义行为( jus in bello) 和战后需履行的正义义务( jus post bellum) 。参见 Ｒ． Sorabji，“Just War from Ancient Origins to the
Conquistadors Debate and its Modern Ｒelevance”，in Ｒ． Sorabji and D． Ｒodin，eds． ，The Ethics of War: Shared Problems in
Different Traditions，Ashgate，2006，pp. 13 － 14． 如果以此种划分标准来考察，本文涉及的拜占庭对外战争中的正义理念应属

于参战正义的范畴。
The Taktika of Leo VI，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G． Dennis，Dumbarton Oaks Ｒ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10，

pp. i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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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利奥六世多次明确提到“正义”的概念，用它来解释拜占庭官方参加、发动战争的合理性:“战争的

起源必须是正义的”，“正义必须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相比于其他行动，战争尤其需要一个正义的出

发点”。① 第二章中的一段论述相对完整地阐述了参战正义的判定标准:“最重要的是，准备战争时必须

保证战争的理由正当，不要进行不义的战争，除非敌方以惯常的亵渎挑起战火，入侵我方的领土。我们

应当永远为我们的国民争取和平，也同样要尽可能让蛮族保持和平……如果邻国也同意这一观点，在

自己的领土上安居，并许诺不会对我们不义，您就不应该主动攻击他们……但如果我们的对手背信弃

义，愚蠢地挑起战争，入侵我们的领土，那么您就拥有了正义，与背信弃义、挑起战争的敌人开战。”②

以保卫罗马帝国之名、为恢复罗马帝国领土而战的正义理念贯穿了拜占庭历史的整个过程。在

拜占庭帝国早期，面对日耳曼部族迁徙的冲击以及波斯人、阿瓦尔人的入侵，帝国政府组织了一系列

军事行动。查士丁尼一世皇帝( Justinian I，527—565 年在位) 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开展了大规模、

长时间的对外军事活动。查士丁尼的梦想，是将他统治下的疆土恢复至公元 1—2 世纪时的古罗马

帝国疆界范围，他颁布的《新律》中写道，罗马帝国“原来曾延伸到两个大洋的沿岸，罗马人因不慎而

失去了它”。③ 生活在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 Anna Comnena) 在她

撰写的《阿莱克修斯传》中，阐释了其父阿莱克修斯一世( Alexios I Comnenos，1081—1118 年在位) 收

复罗马帝国疆土的壮志宏图。她认为拜占庭帝国的传统统治疆界可追溯至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在

历史上，罗马政权的疆域曾一度企及东西两面石柱，即西面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和东面的、靠近印度边

境的狄奥 尼 索 斯 之 柱。罗 马 帝 国 疆 域 之 广 阔 昭 示 其 无 限 荣 光，涵 盖 埃 及、麦 罗 埃、穴 居 人

( Troglodytes) ④的一切土地和热带附近的各个国家; 在另一端，囊括那著名的极北之地，以及地处北

境、极星辉映下的所有族群。”⑤1175 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 Manuel I Comnenos，1143—1180

年在位) 从突厥人手中夺回多利赖翁( Dorylaion) 要塞，当时的新帕特拉斯城都主教埃夫希米乌斯·马

拉克斯( Euthymios Malakes) 在布道词中对皇帝的这一事迹赞颂有加:“夺回敌人抢走的城市，归还给

罗马人，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⑥14 世纪，末代王朝皇帝约翰六世 ( John VI Kantakouzenos，
1347—1354 年在位) 在致塞尔维亚国王的信件中，指出拜占庭帝国遭受了“不义之举的侵犯，因为塞

尔维亚人夺走了罗马人的领土; 他们背信弃义，显露敌意。因此，拜占庭人被迫同塞尔维亚人作战，

以此来推翻不义之举，夺回他们世代相传的领土”。⑦ 此类例证还有许多，这些史料证明拜占庭对外

战争的合法基础在于恢复“一个罗马帝国”的梦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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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The Taktika of Leo VI，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G． Dennis，pp. 595，625．
The Taktika of Leo VI，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G． Dennis，p. 35．
The Civil Law，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 P. Scott，vol. 16，The Central Trust Company，1932，p. 180．
此处指埃塞俄比亚人。
Anna Comnène，Alexiade，B． Leib，ed． ，3 vols． ，Les Belles Lettres，1937 － 1945，6: 11: 3: 1 － 11．
E． Chrysos，“1176 － A Byzantine Crusade?”in J． Koder and I． Stouraitis，eds． ，Byzantine War Ideology between Ｒoman Imperial
Concept and Christian Ｒeligion，p. 83．
E． Synkellou，“Ｒeflections on Byzantine‘War Ideology’in Late Byzantium”，in J． Koder and I． Stouraitis，eds． ，Byzantine War
Ideology between Ｒoman Imperial Concept and Christian Ｒeligion，p. 103．
在基督教成为拜占庭国教之后，拜占庭精英阶层的文本书写在继承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正义战争理念的同时，也受到基督教

思想的影响，偶有出现诸如“上帝之正义”的表达。但与拉丁教父和西部教会的诠释( 参见 F． H． Ｒussell，The Just War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 有所区别的是，拜占庭基督教徒与东部教会文本中“上帝之正义”的具体

内涵，是指上帝帮助拜占庭基督徒抵御敌人进犯或收复失去的疆土，其基础仍是保卫疆土的、政治层面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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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战争观念还具有明显的世俗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

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战争语境中，战争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始终是世俗统治者，即拜占庭皇帝。① 在拜占

庭帝国的千余年历史中，皇位的更迭逐渐形成了健全的制度，较为成熟的血亲继承制使其政权的延

续相对稳定。在 13 世纪以前，作为地中海地区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国家，在多数时间里拜占庭

皇权强大，皇帝具备组织调配军队力量镇压内乱、抵抗外敌的号召力和制度支持。即便是在 1204—
1261 年拜占庭流亡政权的历史情境中，皇帝仍牢牢把控着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与此相比，东部教

会及其领袖君士坦丁堡牧首却不具有发动战争的权力。②

其二，在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战争中，参战将士在理论上须是世俗人士，教士和修士不得为兵。在

拜占庭帝国的不同朝代，军队的人员构成经历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从早期的职业军团，到中期实行

军区制度时的农兵和地方民兵，再至后期雇佣兵在军队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拜占庭的教士和修士在

理论上始终被排斥在武装力量之外。

其三，拜占庭军事手册和历史文献中对敌人身份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官方战争理念

的世俗性。在正义之战的理念中，拜占庭文献较少强调敌人的宗教信仰，而是着重呈现敌人的族群

归属或是政治身份，这与阿拉伯帝国扩张和十字军运动强调打击异教徒的神圣战争理论存在着本质

的不同。在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帝国与东面的阿拉伯人频繁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帝国的官方文

献在提及阿拉伯人时并不将宗教信仰差异作为敌视的理由或借口。10 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基

弗鲁斯·米斯提克斯( Nicephorus Mysticus) 在写给埃米尔的信中写到:“萨拉森人和罗马人作为整个

世界的两大帝国，与日月一般永恒共存，同放光辉。单凭这一点，即便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迥
异的宗教信仰，也应该像兄弟般相处。”③安娜·科穆宁娜在阐述十字军运动爆发的原因时，也没有将

十字军的敌人塞尔柱突厥人刻意称为异教徒，而是用“突厥人”、“萨拉森人”、“阿加里尼人”
( ) 等族群身份来表示。④ 14 世纪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在描述拜占庭帝国的敌人突厥人

时，也只是称他们为“蛮族人”。⑤

概而言之，政治层面的“正义”表达是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理念的核心内容，也是拜占庭帝国沿

袭的古罗马传统政治理念在战争层面的具体表现。有关对外战争合理性的政治阐释以及对外战争

实践中的世俗基础，决定了拜占庭的对外战争不以宗教扩张为目的，不以异教徒和异端者的毁灭或

皈依为任务，这与十字军布道者的论述形成鲜明对比。⑥ 但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在与穆斯林和十字军

的冲突和交流过程中，受到后者的冲击和影响，也愈发开始深入思考宗教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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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Kolia-Dermitzaki，“‘Holy War’in Byzantium Twenty Years Later: A Question of Term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p. 122．
关于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拜占庭帝国内盛行“凯撒—主教主义”( Caesaropapism) ，即皇帝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

同时也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源于在拜占庭帝国初期，皇帝在扶持教会成为国教时，实现了对教会的控制。一个典型的例

证是，基督教第一次大公会议便是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主持下召开、经由皇帝批准形成决议。基督教世界的前几次大公

会议均采取这一范式。参见陈志强:《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查士丁尼一世对这一概

念进行了明确界定。他通过立法确立了皇帝对主教的任免权、教会内部争执的裁决权等，从而确立了一个准则: 皇帝有权

利、也有义务通过法律来规范教会的所有神圣事务和教义阐释。参见 J． C． Ayer Jr． ，A Source Book for Ancient Church
History，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the Close of the Conciliar Period，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3，pp. 553 － 557．
A． A． 瓦西列夫著，徐家玲译:《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476 页。
Anna Comnène，Alexiade，B． Leib，ed． ，10: 5: 5: 4 and 10: 5: 5: 13 － 14．
E． Synkellou，“Ｒeflections on Byzantine‘War Ideology’in Late Byzantium”，p. 103．
A． Laiou，“The Just War of Eastern Christians and the Holy War of the Crusaders”，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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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占庭文献对“神圣战争”观念的反对

宗教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辩证的二元关系。在中古时期的神圣战争思想中，两者相互促进、紧密

相关，宗教信仰不仅成为战争发动者宣传话语中的原因和借口，还被视为驱动战争的有效工具。然

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泾渭分明、严重对立的情况，早期和中期的拜占庭思想中表现出对宗教信仰与

战争行为之间对立关系的理解，集中体现在 8—12 世纪拜占庭历史文献对阿拉伯扩张和十字军东征

过程中以打击异教徒为发动战争原因这一做法的批判上。
地跨欧亚非的千年帝国拜占庭居于西欧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中间地带，在中古阿拉伯帝国

西进和十字军东征的扩张过程中难以避免地遭到严重冲击。在拜占庭的伊拉克略王朝、伊苏利

亚王朝和科穆宁—安苴利王朝统治时期，周边政权以宗教信仰之名义、之动力发动的两次军事扩

张都对拜占庭帝国造成沉重打击。被迫应战的拜占庭人在历史文献中书写下对于此类神圣战争

的批驳态度。7—8 世纪，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军队的打击下丧失大片东部领土，它在埃及和北

非地区的统治也宣告终结。阿拉伯军队甚至在 674—678 年、717—718 年间两次兵临君士坦丁

堡城下，对拜占庭皇帝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当时的拜占庭文献将入侵的阿拉伯人视为“野蛮而

未开化的野兽”、“嗜血的”敌 人。① 在 保存至今的拜占庭历史文献中，《雅各比教谕》( Doctrina
Jacobi) 最早谈及阿拉伯征服过程中的宗教宣传。这部小册子由一位不知姓名的东部基督徒撰

写，约形成于 634 年至 640 年间，其中提到一位阿拉伯先知利用信仰鼓励战争: “萨拉森人之中出

现了一名行骗的先知”，“据我所知，这位所谓先知的言论并无真实可信之处，他不断提到战争，

还宣称掌管天堂的钥匙，这真是无稽之谈。”②作者认为这种说法非常荒谬，与拜占庭的战争理念

格格不入。而除了《雅各比教谕》模糊的了解外，在 7、8 世纪，绝大多数的拜占庭文献似乎还未记

载阿拉伯军事扩张中的宗教宣传，对阿拉伯入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罗马帝国受到蛮族入侵的传

统政治观念上。
时至 9 世纪，随着《古兰经》被翻译成希腊语，拜占庭精英阶层开始明确意识到阿拉伯军队强大

战斗力背后的教义因素，并且开始结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针对性的批驳，③这集中反映在教会史家

塞奥法尼斯(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约 760—817 年) 的《编年史》和 9 世纪中叶神学家、哲学家尼

基塔斯( Niketas Byzantios) 的《辩驳书》( Ｒefutatio) 中。塞奥法尼斯认为在穆罕默德的教义中，他不

能理解的地方是许诺在战争中杀敌或牺牲能够获得精神上的奖励和报偿: “穆罕默德……是萨拉

森人的领袖，……他这样告诉他的追随者:‘杀死敌人，或是被敌人所杀，都能进入天堂’。……(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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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 J． Constantelos，“The Moslem Conquests of the Near East as revealed in the Greek Sources of the Seventh and the Eighth
Centuries”，Byzantion，vol. 42，1972，p. 327．
V． Déroche，“Juifs et Chrétiens dans l＇Orient du VⅡe Siècle: Doctrina Jacobi nuper baptisati”，Travaux et Mémoires，tome XI，1991，

pp. 210 －211; W． E． Kaegi，“Initial Byzantine Ｒeactions to the Arab Conquest”，Church History，vol. 38，no. 2，1969，pp. 141 －
142．
Christian Hgel，“An Early Anonymous Greek Translation of the Qur＇ān: The Fragments from Niketas Byzantios＇ Ｒefutatio and the
Anonymous Abjuratio”，Collectanea Christiana Orientalia，no. 7，2010，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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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许诺了) 其他荒谬和愚蠢的事情。”①而尼基塔斯则是与一位如今已不知姓名的穆斯林通过信件往

来的方式进行教理论辩，《辩驳书》便是这些信件的整理集录，他在书中直接引用《古兰经》中有关与

异教徒作战的经文，对其逐一进行反驳，否认战争行为来自神的授意，认为“战争无论如何都不会是

宗教的任务”。他还强调在基督徒的宗教伦理中，战争与杀戮直接相关，因此认为战争无论发生在何

种情境下，都是一种恶行。② 这种反对通过战争实现赎罪的看法在日后拜占庭官方文献中多次出现，

例如 10 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 Constantine VII，919—959 年在位) 在其政论著作《论帝国

治理》(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中便用两段文字驳斥了穆斯林通过参加战争而获得救赎的理论依

据。他将“穆罕默德的宗教”称为“不道德的、欺骗性的异教”，认为“此人……向他的信众妄称在战

场上杀敌者或牺牲者将步入天堂”。③

如果说拜占庭帝国对阿拉伯人以宗教信仰之名发动战争的做法持批判和驳斥态度，是出于对异

教或异端教义的不认同，那么当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基督教西部教会将宗教与战争紧密结合，以基督

教信仰为旗号发动十字军东征时，拜占庭人对十字军的认识和批驳则反映出基督教东西部世界在不

同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中发展出的战争理念的差异。
11 世纪末，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旗号的一系列西欧十字军运动( 1096—1291 年) 拉开序幕。

在 1071 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后，一些逃回的基督徒四处游说，宣扬伊斯兰教徒

对圣城和基督徒的摧残，号召基督徒拿起武器与异教徒作战。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1088—1099 年在任) 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明确提出，十字军东征是“为全能的上帝和耶稣的荣光而

战”，如果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丧生，将立即被赦免所有罪孽”。④

11—13 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代是拜占庭帝国与西欧世界交流与联系密切的一段历史时期。在此

期间，一些拜占庭高层的教俗人士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十字军将士，后者宣传话语中的基督教神圣战

争思想逐渐为拜占庭人所了解。不过，拜占庭精英阶层无法接纳十字军运动背后的神学理论，他们

的批评直指十字军运动由上帝授意这一战争缘由。公主安娜·科穆宁娜的记载是拜占庭视角下关于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她在追溯十字军东征的起源时，认为始作俑者是“一位叫作彼

得的法兰克人”。根据安娜的记载，此人“非常狡猾”，“他运用‘神的意志’鼓动法兰克人”，“宣称上

帝的声音命令他来召集军队，前往圣墓，打击萨拉森人，解放圣城耶路撒冷”，于是法兰克人集结起

来，开始准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⑤ 安娜公主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拜占庭皇室对十字军

用“上帝的声音”作为发起战争的缘由表现出强烈的鄙夷态度。

第四次十字军时期的拜占庭高级教士君士坦丁·斯提俄庇斯( Constantine Stilbes，约 12 世纪中叶

至 13 世纪上半叶) 对十字军所宣扬的“赎罪观念”批判得更为直接，也更加彻底。在第四次十字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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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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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 － 813，translated by Cyril Mango and Ｒoger
Scott，Claredon Press，1997，pp. 464 － 465;《古兰经》中称，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并未真正死去，而是升入天堂，享受真主的给

养。参见《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3: 169，第 51 页。
D． Krausmüller，“Killing at God ＇s Command: Niketas Byzantios ＇ Polemic against Islam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of Divinely
Sanctioned Murder”，Al Masāq，vol. 16，no. 1，2004，pp. 164 － 166．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G． Moravcsik，ed. ，Ｒ． Jenkins，trans. ，Dumbarton Oaks Center，1967，

p. 79．
O． J． Thatcher and E． H． McNeal，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Scribners，1905，p. 517．
Anna Comnène，Alexiade，B． Leib，ed． ，10: 5: 5: 1 － 10: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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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他是君士坦丁堡一所教会学校的助祭和教师，是十字军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历史见证者。

他在《拉丁教会的谬误》一文中表现出对十字军的新型战争观念的不认同:“那些允许基督徒进行杀

戮行为，并许诺此行可以获得救赎的拉丁教士应该遭到谴责; 拉丁人在战场上被杀却妄想获得圣洁、

进入天堂，这多么荒谬，因为他们丧生的真正原因是贪婪、杀戮等邪恶思想和行为。”①从君士坦丁的

这些指控可以看出，拜占庭教会反对西部罗马教会对参与十字军的将士所做出的赎罪承诺，坚持认

为杀人的行为是一种罪恶，不应得到报偿和嘉奖。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拜占庭精英从教义层面对阿拉伯西征和十字军东征做出的驳

斥，它们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否认战争的发起是神的意愿，是传播宗教信仰、征服异教和异端

派别的需要; 第二，批判向参与战争的信众许诺精神报偿的做法，否认对抗异教徒的战争是赦免罪

恶、直达天堂的通途。由此可以判断，拜占庭帝国对宗教与战争关系的看法与西征时期的阿拉伯帝

国和十字军时期的罗马教宗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三、拜占庭对外战争观的基督教特征

作为中古时期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帝国，拜占庭并未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出十字军式的宗教战争

观。但难以否认的是，通过宗教信仰指导战争实践的做法在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话语中的确存在，但

其与十字军理论存在的本质不同在于，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对宗教信仰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

着相对“保守”的理解。

一方面，早期基督教传统中“杀戮者不洁”的观念在拜占庭帝国内发挥着长久的影响力。公元 4

世纪东部教父圣瓦西里( Basil of Caesarea，约 330—379 年) 在写给同僚的一封信件中指出:“既然他

们( 士兵) 的双手已被玷污，或许应该建议他们在三年之内戒领圣餐。”②4 世纪的另一部教会法《希

波利图斯教谕》( Canons of Hippolytus，约形成于 336—340 年之间的埃及) 也对此做出更为详细的说

明:“基督徒不得为兵，除非受到首领的刀剑胁迫。他虽不犯下杀戮之罪，却的确杀了人，因此不得参

加弥撒，唯有经受责罚、痛苦呻吟，方能洗涤罪恶。”③

出于这一原因，拜占庭教会难以理解拉丁教士拿起武器、参与战斗的做法，因为战争中的杀人行

为已经使他们变得不洁，从而玷污了宗教仪式。早在十字军运动兴起之前，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米哈

伊尔·奇鲁拉里乌斯( Michael I Cerularius，1043—1059 年在任) 就对西部教会在教义上的转变提出过

批评。他在列举西部教会的种种谬误并进行批判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斥责拉丁教士参与战

争、进行杀戮的行为。④ 君士坦丁·斯提俄庇斯在《拉丁教会的谬误》中对此也有谴责:“耶稣基督反

对暴力，但这些供奉圣体的教士却参与战争，用同一双手进行杀戮。”⑤不仅是教会人士，拜占庭的世

俗精英也无法认同教士参与战争的行为。安娜·科穆宁娜对此明确提出质疑:“拉丁人的教士守则与

我们的并不相同; 教会法和福音书的教诲告诫我们‘不要碰，不要尝，不要占有! 因为你们担当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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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arrouzès，“Le mémoire de Constantin Stilbès contre les Latins”，Ｒ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vol. 21，1963，pp. 70 － 71，77．
Basile de Césarée，Correspondance，Y． Courtonne，ed． ，Les Belles Lettres，1957，p. 130．
Les Canons d＇Hippolyte，Ｒ． -G． Coquin，ed． ，Firmin-Didot et Cie，1966，p.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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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然而，这些拉丁野蛮人左臂举起护盾，右手握着矛枪，同时还想触摸圣器、接领圣餐; 他们杀气

腾腾，像是大卫圣歌中所言的‘嗜血之人’。这个野蛮的族群对战争的热情超越了对神圣事务的热

爱。( ) ”①

换言之，拜占庭的战争理念禁止教士参与战斗，因为他们坚信“杀戮者不洁”的宗教传统。即

便在拜占庭东疆，有一部分将领受到阿拉伯式神圣战争理念的影响，发出效仿和改革的声音，也会

立即遭到帝国内教会保守势力的坚决反 对。拜 占 庭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10 世 纪“伯 利 埃 乌 克 特 斯

( Polyeuktos) 决议”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基督教东部教会对传统教义的

坚守。在 9、10 世纪，拜占庭帝国东疆阿纳托利亚地区的军事贵族在长期与阿拉伯人的边境战争中

积累下丰富的经验，对当时阿拉伯士兵参战前的宗教动员话语有着更为直观的认识。他们开始意

识到战争与教义的结合在增加阿拉伯军队兵源和战斗力上的有效作用，由此萌生效仿的想法。将

军出身、长期在帝国东部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尼基弗鲁斯二世( Nicephoros II Phocas，963—969 年在

位) 在登基之后，将东部的战争视为拜占庭帝国的首要军事任务。由于东部战线的局势亟需战力

充沛的兵源补充，他正式向教会提议，给予与穆斯林作战的军士精神奖励: “教会应授予在对抗异

教徒的战争中牺牲的士兵以‘殉道士’的称号，以及与此相符的赞颂和报偿。”②但这一主张立刻遭

到君士坦丁堡牧首伯利埃乌克特斯、高级教士和元老院成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 “那些在

战争中杀人或被杀的人们啊，他们怎能被视作殉道士，神圣的教谕早已做出指示，这些人在三年内

应禁领圣餐，以此赎罪。”碍于传统观念的强大阻力，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提议最终未能落实。③

由此可见，拜占庭教会从早期便形成了“杀人者三年内禁领圣餐”的教谕并一直沿用下来。以拜

占庭辖区为信仰中心的东部基督教会非常重视传统的力量，甚至在拜占庭晚期，这一教谕仍然在教

会中根深蒂固。根据史料记载，在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会议曾就一项问

询进行决议。当时，一队士兵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他们刚刚追捕并击杀了一伙盗匪，由此向牧首会

议问询，是否需要经受责罚。牧首会议虽理解他们奉命行事，但为了不违反教会法，还是做出决议，

禁止他们在三年内领圣餐。④ 在东部教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拜占庭人很难将战争与神圣的属性相

关联，也难以将上帝视作对外战争的发动者，更不容易将基督教信仰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

但另一方面，拜占庭人并不否认基督教信仰在对外战争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拜占庭人自视

为天选之民，⑤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上帝可能会在战争中施以援手，基督教信仰仍然是庇护性、辅助性

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帮助帝国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中古希腊语中，“神佑”( ，

) 一词可以准确概括拜占庭人的这种理念。

由此，拜占庭官方的对外战争理念便将基督教信仰与传统的正义战争理念进行关联，即认为如

果参战的缘由是正义的，那么就很有可能得到上帝的谅解乃至帮助。皇帝利奥六世在《战术》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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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果你以虔诚的、令上帝愉悦的方式行事，那你将获得抵御不义之敌进犯的武器”; “在正义之

战中，上帝会变得仁慈，会与我们的军队一同作战”;“伴随着正义，上帝会与我们一起远征敌人，并使

正义的一方获胜”;“在战时，我们要向上帝祷告，祈祷他能够成为我们的盟友”;“如果一个人是捍卫

自己免受他人不义之举的伤害，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正义的，他就会得到正义的支持，神会作为盟友，

相助他在战役中与不义之人作战。谁先挑起不义之战，谁终将丧失胜利。”①换言之，利奥六世认为，

能否获得上帝的援助取决于进行的战争实践是否正义，这就回应了拜占庭对外战争是捍卫和恢复古

罗马帝国疆域的正义属性。

基于这种理念，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战争往往会伴随着基督教宗教仪式的举行。相关记载经常出

现在教会史家的作品和皇帝撰写的军事手册中。拜占庭的军事宗教仪式主要有两方面意图: 一是整

顿军心、鼓舞军队士气的需要，二是为了取悦上帝、圣母和圣徒，以祈求超自然力量在战场上给予支

持、庇护和援助。

从 4、5 世纪时起，拜占庭帝国已经形成了正规的基督教宗教仪式。拜占庭早期的教会史家对军

事行动 中 与 基 督 教 信 仰 相 关 的 部 分 格 外 关 注，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教 会 史 家 苏 格 拉 底 ( Socrates
Scholasticus) 在《教会史》中记载，君士坦丁大帝东征时期命人随军携带形似教堂的帐篷，此类帐篷主

要用于沙漠地区，为皇帝提供战前祷告的场所。② 据另一位同时代的教会史家索佐门( Sozomene) 补

充，这种临时搭建的帐篷中有主持圣事的教士，引领将士们唱诵赞美诗、进行祷告、开展弥撒。5 世

纪拜占庭帝国东部塞勒斯城的主教塞奥多雷( Theodoret of Cyrus) 还提及，驻扎在军事要塞和堡垒中

的连队士兵也配有施行基督教圣事的神职人员。③ 从那时起，随军教士和移动的礼拜堂就成了这个

以基督教为国教的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常规配置。

在莫里斯皇帝( Maurice，582—602 年在位) 和利奥六世皇帝分别撰写的军事手册中都提到，在

战斗开始前的一两天里，教士要为军旗赐福，再将赐福后的军旗交给军队的旗手。利奥六世还提

倡在海军出航之前，由教士举行礼拜仪式，吟诵祷文，祈祷上帝的庇佑，以期顺利抗敌。④ 瓦西里二

世皇帝( Basil II，976—1025 年在位) 统治时期的大将军尼基弗鲁斯·乌拉诺斯( Nikephoros Ouranos)

在其撰写的《战术》中点明祈祷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当敌人逼近时，我方军队中的每名成员都须念

诵坚不可摧的基督教祷文，‘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请赐予我们慈悲，阿门’”; 当战斗的号角

吹响后，将士们还要重复念诵上述祷文，“请来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值得为了信仰、为了兄

弟赴汤蹈火，请坚定我们的灵魂，强化我们的体魄，强大的战争之王，纯净无瑕的圣母，诸位圣徒，

阿门”⑤。

十字架、圣髑、圣像等神圣器物也被拜占庭人视为能在战场上给予持有方庇护和援助的超自然

力量。十字架从拜占庭帝国早期开始就被用于庇护遭到围困的城市，如 626 年君士坦丁堡遭到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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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人围攻，随时有倾覆的危险，编年史家塞奥法尼斯认为是在圣母玛利亚圣像的庇护下，拜占庭人得

以击退敌人，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① 至少从 10 世纪时开始，十字架图案被绘制在拜占庭帝国的军

旗上，或是被将士作为护身符随身佩带。②

除此之外，拜占庭文人还会从宗教角度来解释战争的胜负归属。如 10 世纪拜占庭编年史家助

祭利奥( Leo the Deacon) 曾记载，971 年皇帝约翰一世( John I Tzimiskes，969—976 年在位) 率领拜占

庭军队与基辅罗斯军队进行了一场关键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由于皇帝经常向武圣徒塞奥多利

( Theodore Stratelates) 祈求帮助，促使后者出现在战场冲锋陷阵、击溃敌军，帮助原本处于劣势的拜占

庭军队获取胜利。③ 此外，战争准备阶段的问神仪式也往往被视为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环节。根据

安娜·科穆宁娜记载，在 1116 年拜占庭帝国与罗姆苏丹国( Sultanate of Ｒm) 的战斗前夕，阿莱克修

斯一世曾对下一步的用兵方向犹豫不决，对进攻敌人首都伊科尼乌姆 ( Iconium ) 还是菲洛梅隆

( Philomelion) 地区举棋不定。通过问神仪式，皇帝明确了进攻方向，为未来的战斗胜利奠定基础:

“阿莱克修斯一世做出了一个明智、大胆的决定，那便是询问上帝。他将问题写在两张纸上，将纸放

在圣坛上。整整一夜，他向上帝吟诵赞美诗和祈祷文。黎明时分，牧首来取下其中的一张纸，当众打

开，纸上写着皇帝需取道菲洛梅隆。”④在随后的菲洛梅隆战役中，拜占庭军队在阿莱克修斯的率领

下击溃罗姆苏丹国的军队，致使苏丹求和。

与此相对，拜占庭史家在解释帝国对外战争的失败原因时，也经常将其归咎于不够虔诚的精神

状态或是犯下的渎神行为。例如，拜占庭宫廷史家、1204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目击者尼基塔斯·侯尼

亚迪斯 ( Niketas Choniates ) 在 讲 述 是 年 2 月“闷 闷 不 乐”的 阿 莱 克 修 斯 五 世 ( Alexios V Doukas
Mourtzouphlos，1204 年在位) 出城迎战拉丁人的溃败事件时，将拜占庭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于

己方教士不慎让拉丁人夺去了珍贵的圣母玛利亚圣像，他认为这意味着圣母玛利亚已经离开了战

场，拜占庭军队失去了庇佑的力量。他似乎还认为，这幅圣像的遗失并非偶然，而是与阿莱克修斯五

世平日的一系列渎神行为有关。⑤

在上述事例中，基督教符号和图像在拜占庭战场上的出现，代表了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人祈

祷神助、获取胜利的愿望，但这与阿拉伯征服战争和十字军东进过程中以神之名、为神而战，以此

涤除罪恶、获得救赎的宗教观和战争观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拜占庭人的核心战争理念是政治层

面的正义之战，但同时他们也承认神意可以影响战争的结果，或可将其概括为“神佑的正义战

争”观念。

941

①

②

③

④

⑤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 － 813，p. 447; B． V． Pentchev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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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ennis，“Byzantine Battle Flags”，Byzantinische Forschungen，vol. 8，1982，p. 57．
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translated by A． -M． Tablot and D． F． Sullivan，

Dumbarton Oaks Ｒ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05，pp. 196 － 198． 在拜占庭皇宫中，皇帝专门建有武圣徒圣塞奥多利礼拜

堂，将帝国内最重要的圣髑安置其间; 参见 Ｒ． S． Nelson，“‘And So，with the Help of God’: The Byzantine Art of War in the
Tenth Century”，Dumbarton Oaks Papers，vol. 65 /66 ( 2011 － 2012) ，pp. 189 － 190．
Anna Comnène，Alexiade，B． Leib，ed． ，15: 4: 3: 12 － 15: 4: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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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拜占庭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对外战争观念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既表现出拜占庭

帝国对古希腊哲学思想和古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承袭，又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中古帝国的影响

和塑造。其一，在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的政治话语中，宣扬启动对外战争的合法基础是“正义”，而正

义的判定标准则是抵御外敌入侵，以及恢复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这一核心观念的现实基础

是拜占庭皇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皇帝独享对外战争的发起权，而拜占庭帝国武装力量排斥教士与修

士作为战士直接参与战斗、对外敌的描绘强调族群和政治属性则是其官方战争观念世俗性特征的具

体表现。其二，基督教信仰亦对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有关对外战争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早期基督教教谕中“杀戮者不洁”的规训在重视传统的基督教东部教会中得到长期的坚持，

限制了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发展出将战争行为“圣洁化”、将宗教扩张视为发动对外战争的原因、将
异教徒的皈依或毁灭视为对外战争任务的极端宗教战争思想。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拜占庭

帝国，其统治集团认为超自然力量能够影响战争的胜负归属，如果想要在战争中获得上帝、圣母和圣

徒的“助力”，其先决条件是参战行为具备正义的出发点，此外还要通过举行虔诚的宗教仪式来实现。

概而言之，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拜占庭政教视域下的对外战

争观，从而在中古地中海世界中发展出独特的“神佑的正义战争”理念。

就此而言，在西方学界现有的定性方式中，无论是“正义”，抑或是“神圣”，似乎都不足以对拜占

庭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对外战争观念做出准确的表述。强调政治性的“正义战争”概括虽然点明

了拜占庭统治阶层对外战争观的世俗基础，却似乎未能涵盖其中蕴含的基督教思想。而侧重宗教信

仰驱动作用的“神圣战争”概念则会造成歧义，容易使读者将拜占庭的对外战争观念等同于十字军式

的宗教战争表述，从而忽视二者的根本差异。

在狭义的、中古阿拉伯与十字军式的“神圣战争”宣传话语中，战争的发动是神的意愿，这一解释

体系的内核偏重神秘性。此种对战争起源的神秘主义诠释，与西欧和北非的拉丁教父( 以安布罗斯

和奥古斯丁为代表) 的解释，以及东方宗教的神秘属性有一定的联系。而在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手册

与历史书写中，正义战争的出发点和内核仍是偏重理性的，似乎并没有超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

塞罗的论述。与狭义的“神圣战争”理念相比，拜占庭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对外战争理念似乎理性成分

更浓，即认为对外战争首先须是正义的，才能称得上是虔诚的敬神行为，进而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庇

护。拜占庭文献关于对外战争起源偏重理性的解释，或许是与拜占庭疆域的中心区域位于希腊化文

化圈，深受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影响有关，也可能是其在认识宗教与战争关系上有别于中古拉丁文

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孕育出的战争观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概念界定的问题，对拜占庭帝国战争理念的更细致探讨，还有待考虑时

代性和地域性。在拜占庭对外战争理念的一般特征之外，具体时期、特殊地域出现的个性化表现和

趋势，仍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本文作者孙思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 吕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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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f warfare highlighted the reverse of contradiction． It set the tone of relations and decided the

upper limit of communication． However，the conflict of war did not lead to a complete isolation． In terms

of lordship，the feudal aristocracy mainly adopted patterns of personal contacts，feudal dependency，

redeem of prisoners and even military alliance，all of which highlighted the features of feudalism and

timeliness，in order to gain benefits and keep themselves safe，as well as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upper classes． As the Latin East established itself firmly in Levant，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is region

formed，the conflict of war reduced，a limited compromise and tolerance achieved，and the frequent

commercial exchange was established． Meanwhile，the interference of marine cities，such as Venice and

Genoa，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economy． In conclusion，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Franks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conflict to compromise gradually．

Sun Simeng，The Official Ideology of External War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t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a long tim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focusing on the nature

of external wars launched by the Byzantine Empire or wars in which it was involved． The major

divergence wa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the idea of‘holy war’ever exi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contrast to the holy war ideas propagandised in the medieval Arab Empire or

the Western Crusades，the central claim of the Byzantine concept of external wars reflected in its

historical materials remained secular and political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example，it regarded the

defence and recovery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ancient Ｒoman Empire as the mere reason to wage an external

war，believed that it was the Ｒoman emperors，not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ies，who had the authority

to wage war，prohibited clergymen from taking arms to fight，and in most cases described enemies in

terms of their ethnic traits instead of their religious belief． Accordingly，numerous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works from the Byzantine perspectives recorded，analysed and refuted the religious propaganda

and clergymen＇s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Arab conquests and Crusades． In the elite writings and imperial

military practices during the Byzantine period，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was manifested in the belief that

the Christian faith could limit acts of violence and merely play a limited supporting role in wars against

foreigners． In their opinions，the Byzantine army could receive the Heavenly aid only if the war began with

a righteous cause and was carried out with devout religious 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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